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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面临多重风险约束。

一方面，压力型体制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成为悬在基

层政策执行人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问责机

制以目标管理责任制为基础，以目标考核和“一票否

决”为基本工具，是最让基层执法人员“如履薄冰”的

制度。［1］另一方面，政策执行中政策对象的抗力也日

益增大。在利益多元化和公众自主意识觉醒的背景下，

社会抗争和公共舆论成为“稳定政治”目标下政府政

策执行的外在影响因素。［2］科层体系的压力和民间社

会的抗力两种方向相反力量的共同作用形塑了基层政

府政策执行的风险约束情境。在高风险约束情境下，

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行为逻辑开始从邀功转为避

责，［3］形成了一套以规避和消解主要风险为目标的行

动策略。高风险约束情境下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倾

向于采取何种风险规避策略？政策执行中的风险规避

策略得以可能的机会结构是什么？本文将对这些议题

展开探讨。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策略

（一）文献回顾

学界围绕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风险规避策略形成

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围绕高风险约束情境的构

成、基层政府风险规避策略的表现以及风险规避策略

得以可能的机会结构三个方面呈现相关文献。

其一，上下挤压中基层政府的高风险约束情境。

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发生于特定的情境中，环境治理、

征地拆迁等领域的政策执行处于上下双重压力挤压的

高风险约束情境，有学者将这种处境比喻为“杂技演

员走钢丝”。［4］高风险约束情境主要有两个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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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不同风险约束情境对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影响以及消解高风险约束的策略。通过对 G 镇粉浆

水治理案例的研究发现，风险情境转换是基层政府环境政策执行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不同等级

的风险约束情境下，G 镇粉浆水治理政策执行可以分为“巡查式”治理、“包保式”治理和“开口式”

治理三个阶段。基于案例经验，提出“折中治理”的概念用于解释基层政府在高风险约束情境下政

策执行的风险规避策略。作为风险规避策略的折中治理得以可能与政治机会结构、文化机会结构、

技术机会结构和社会机会结构等因素有关。折中治理广泛存在于高风险约束情境下基层政府的政

策执行实践中。作为一种权宜性风险规避策略，折中治理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后果，需要消除基层政

府具有负面效应的风险规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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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上而下”的压力引致的政治风险。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从动员型体制转为压力型体制。自上而下的

数量化任务和物质化评价体系加剧了政策运行的政治

风险。［5］伴随着行政体系的理性化和规范化，基层督

察与问责制度日益完善，“监督下乡”［6］和制度“硬化”

加剧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风险。（2）“自下而上”的

抗力引致的不稳定风险。基层社会场域中的政策执行

面对的是利益分化的多元主体。利益博弈、文化观念

冲突、潜在的集体抗争、舆论压力等都是不稳定的风险

源。［7］政策对象向基层政府反向施加的压力造成的风

险是高风险约束情境的重要构成要素。

其二，风险约束情境下基层政府的风险规避策略。

保罗·斯洛维克指出，人们在心理决策过程中面对风险

时会呈现出风险偏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立等不同的

态度。［8］风险规避逻辑是具有风险厌恶偏好的基层政

府的重要行动逻辑。［9］关于基层政府风险规避的相关

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方面：（1）基层政府避责行为。贝

克指出，风险的制造者会通过“有组织的不负责任”［10］

推卸责任。基层政府的风险规避态度与强调职责分工

与奖惩明确的科层制逻辑运行直接相关。基层政府权

责分立的现实结构成为内部非系统性风险的产生根

源，继而导致基层行政人员以追求风险最小化和自我

保护为目标的避责行为。［11］基层政府在风险规避目

标下的避责策略有多种实践样态。胡德将避责策略分

为机构策略、引导策略、政策策略三种类型。［12］（2）“对

上”和“对下”的风险规避策略。基层政府“对上”和“对

下”分别采取了不同的风险规避策略。“对上”的风险

规避策略以应付上级、软化风险环境为目标，包括共识

式变通［13］、上下级“共谋”［14］、讨价还价［15］、申诉［16］、

选择性政策执行［17］以及通过“钻空子”“曲解规则”“改

头换面”“土政策”等方式对上级政策再界定。［18］“对

下”的风险规避策略主要以化解政策对象的不满情绪

和抗议行动为目标，策略主要包括依靠物质利益、道德

领导、自治运作、关系网络、程序同意等手段。［19］

其三，基层政府风险规避策略得以可能的机会结

构。基层政府政策执行中风险规避策略得以可能需要

特定的制度空间和社会基础。既有研究认为，中国政

治制度自身的制度设计和运行规则以及制度变革赋予

了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一定的弹性运作空间。曹正

汉指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实行上下分治，中央政府执

掌“治官权”，地方政府执掌“治民权”，地方政府可以

灵活处理辖区事务。［20］周黎安认为，多层级治理结构

中的“行政发包制”，上级对下级“发包”，给了下级以

自由裁量权和变通空间。［21］陶鹏、童星指出，分权制

改革触发不同类型体制间的动态转换，官僚理性运作

可能引致避责行为。［22］相关研究还指出，基层政府的

风险规避策略与粗疏化治理结构［23］、文化观念约束机

制失灵［24］、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25］、政府信息

公开制度透明度低［26］等有关，以上因素都为基层政府

的风险规避策略创造了弹性的自主性空间。

已有研究展现了高风险约束情境下基层政府的风

险规避策略，但是也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首先，

现有研究多从静态角度描述基层政府政策执行面临的

风险约束情境，风险多被视为恒定变量，但实际上，基

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面临的风险常常随着政策执行的

阶段演进和不同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变化呈现动态变化

性。风险约束情境为何变化以及变化会对基层政府的

政策执行策略产生何种影响还需要深入研究；其次，作

为科层体系“末梢”和直接面对政策对象的基层政府，

政策执行的风险来源既有来自上级部门的压力，也有

来自对象群体的抗力。政策压力和政策抗力如何共存

并构成基层政府的风险约束情境，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最后，高风险约束情境下基层政府风险规避策略及其

机会结构的阐释还有待深化，风险规避策略的表现方

式和呈现特点如何，微观场域中风险规避策略的具体

运作得以成功的结构性因素需要深入研究。

（二）研究策略与思路

学界对于政府行为的研究，二战以来先后形成了

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三种理论模式。

近年来，政府行为的理论研究呈现综合交叉的趋势，

“制度—行为”分析框架试图综合各派理论优点，对本

文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其关于地方政府行

为逻辑的多元效用目标、有限理性、动态化、情境性等

假设为笔者提供了重要参考。［27］

风险约束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重要情境。基层

政府面临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风险来源具有

多样性的特征。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要素包括：

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模型中

四个要素也是相互影响的。［28］从史密斯的模型可以

看出，执行机构的政策执行会受到目标群体和相关制

度环境因素影响。具体而言，基层政府面临自上而下

（top-down）的“政策压力”，也面临政策对象自下而上

（down-top）的“政策抗力”。在压力型体制和“政治锦

标赛”的官员晋升机制下，［29］政策压力与政策抗力都

会影响政策执行效果进而成为官员晋升的风险。一票

否决、诫勉约谈、免职撤职等是政策压力下政治风险的

表现。政策抗力的风险则体现为政策对象的抵制性行

动及其衍生的多种社会风险，这些风险又都极易转化

为基层政府的政治风险。学界对政策压力下的风险关

注较多，但实际上，政策抗力造成的风险逐渐成为影响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由政策压力形成的压

力情境和政策抗力形成的抗力情境共同形塑了基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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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策执行的风险约束情境。

按照托马斯的理解，行动者对所处客观环境都有

自身“情境定义”的过程。［30］“情境定义”是一个主观

建构的过程，如何定义所处情境是影响人们行动的重

要参考因素。政策压力与政策抗力双重挤压形塑了政

策执行主体主观化的感知风险约束情境。如何区分风

险约束情境的等级呢？笔者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两种

因素：其一，政策压力和政策抗力自身的“力”的大小。

在科层制体系下，政策执行压力大小是由政策相配套

的问责与处分强度决定的，政策执行压力在不同领域、

不同制度环境中有所差异；政策抗力大小是政策执行

者面临的政策对象的反对及其可能对自身造成的危

害，反对活动的参与人数、激烈程度以及可能引发的舆

情风险概率等都是决定抗力大小的因素。①其二，不同

政策压力与政策抗力组合的效果。按照政策“压力—

抗力”组合的不同，风险约束可以分为“压力小 - 抗力

小”的低风险约束情境、“压力大 - 抗力小”中风险约

束情境、“压力大 - 抗力大”高风险约束情境风险约束

情境是动态变化的，它既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重要

参考要素，也会因为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对象的互动

关系而发生强弱变化。总之，政策执行中的风险约束

情境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

不同风险约束情境下基层政府与政策对象的互动

模式展现出不同的样态。基层政府不仅是具有独立利

益实体和主体意识的政权经营者，［31］也是具有风险规

避偏好的行动者。当政策执行处于低风险约束情境时，

基层政府可以基于自身能力和偏好决定政策执行方

式，自主性较高。当政策压力加大，风险约束升级时，

基层政府通常会加大执行力度。但与此同时，政策抗

力可能随之提升，进而导致风险约束继续升级到高风

险。作为“策略主义”［32］的基层政府，平衡策略是基

层政府策略主义行动中的核心原则之一。周雪光指出，

政府官员的生存之道是在不同压力下保持平衡从而完

成自上而下的任务。［33］高风险约束情境中，在风险理

性主导下，基层政府开始采取风险规避策略，通过对风

险分配的平衡弱化高风险因素的发生概率。在这一环

节中，风险规避策略是如何运作并加以实现的，这是本

文关注的重要内容。在政策执行中，基层政府的权宜

和变通是消解风险的重要手段。由于政策抗力的未知

性，在基层政府政策执行中往往会经过试探阶段，观察

政策对象的反应，根据其反应迅速做出调整。

风险规避策略下的行动及其最终结果得以可能不

仅取决于政策执行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还依赖于

微观场域中多样化的机会结构。既有研究指出的宏观

结构性因素难以有效解释基层政府在微观场景中风险

规避策略的差异。基层政府风险规避策略是否可行与

特定的机会结构空间的大小相关。默顿指出，机会结

构（opportunity structure）是指一些环境条件的大小程

度和分布，这些条件可为个体和群体取得特定结果提

供不同的可能性。［34］机会结构可以理解为获得成功

的手段和外部条件。相关学者提出“政治机会结构”“法

律机会结构”“话语机会结构”等概念，各种机会因素

的结构性组合共同构成了政府行动及其策略选择的外

在制度环境。［35］本文主要关注在政策压力与政策抗

力组合构成的风险约束情境下，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

中采取何种行动策略以消解风险，以及这些行动策略

得以可能的机会结构是什么，具体思路参见图 1。

图 1　本文研究思路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环境治理势能的

强化，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高压态势逐渐常态化。［36］

基层政府是环境政策执行地方化的主体，环境治理成

为基层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但环境问题嵌入于经济、

社会、文化等系统之中，与就业、财政、民生等问题相关

的产业环境问题成为治理难点。基层场域中环境治理

政策执行的“压力—抗力”矛盾较为突出。笔者以一

个农业乡镇粉浆水治理案例反映风险约束情境演变中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策略的转变过程及其转变条件。本

研究的调查时间集中于 2020 年 10~11 月和 2021 年 5

月。笔者关心的问题是，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农业乡

镇，乡镇政府是如何在上级刚性的环境政策压力和民

众较强的政策抗力情境下实现平衡从而化解风险的，

这种平衡取向的风险规避策略有何特点，它得以可能

有何特殊的机会机构。在案例和分析的展开逻辑上，

笔者将呈现粉浆水治理不同阶段“风险情境—政策执

行”的组合变化，进而分析以折中治理为特点的风险规

避策略，最后分析微观场域中折中治理得以可能的机

会结构。

二、G镇粉浆水污染及其治理实践

（一）粉浆水的污染现状

G 镇隶属于中部平原地区的 Y 县。G 镇人口 8 万

多，耕地 8 万多亩。全镇有红薯种植面积 3 万亩左右，

有“A 省第一红薯种植大镇”的美誉。红薯加工是 G

镇的重要产业，红薯制作的粉丝、粉面、粉皮是当地的

① 实际上，政策抗力的大小评估并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但是，
在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中，如果政策对象出现聚集性的上访、群体性
事件或者引发负面舆情等情况，具有风险厌恶偏好的基层政府往往
将之视为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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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品。红薯粉丝加工的主要环节是“打粉”，即将

鲜红薯加工为淀粉，每加工 1 吨红薯大约产生 10 吨粉

浆水。粉浆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等浓度

很高，是主要的水体污染源。近年来，随着红薯加工量

的增加，打粉的环境问题愈发突出。“每年一到红薯收

获季节，家家户户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打粉，设备简

陋，无任何污水处理设施，打粉的粉浆水随意流入周边

田地或沟塘，造成该区域大小沟塘水质黑臭难闻，严重

污染环境”。①粉浆水不仅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

也对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严重影响。

（二）Y 县以禁为主的粉浆水治理实践

Y 县粉浆水治理始于 2016 年。随着国家“水十条”

和省、市河长制、断面长制的实施，河流出入境断面目

标考核日趋严格。Y 县由于粉浆水环境问题突出，被

列为水污染重点治理区域。2017 年，《Y 县全面推行河

长制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治理红薯制粉区域粉浆水。

Y 县将流经红薯主产区的河流列入重点治理名单，要

求全面取缔分散打粉。

Y 县粉浆水治理主要包括如下手段：（1）河道整

治。Y 县先后投入几千万元对重点河道进行工程整治。

G 镇近三年对主要河道进行了两次大清理，每次调动

50 余台挖掘机，清理 1 个月。（2）宣传动员。下发《禁

止分散打粉明白纸》，开村民大会，通过包村干部、包组

干部到农户家宣传，巡逻车广播、挂横幅等方式宣传禁

止打粉政策。（3）监管治理。县级和镇级相继发布粉

浆水治理的政策文件，要求“禁止分散打粉、禁止粉浆

水未经达标处理直接流入周边河道沟塘”。为确保目

标实现，县环保局、镇政府等部门开展巡查，不定期监

测农户家庭异常用电、排污、是否有打粉机器工作等。

（4）产业调整。建设规模红薯加工企业，配套建设污水

处理设施。引导农户调整产业结构，鼓励村民直接出

售鲜红薯，推广其它作物的替代种植。

尽管 Y 县粉浆水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面

临诸多困境：其一，打粉户无力内部化污染。一套污水

处理设施需要上百万元，且运营费用高，超出了普通农

户的支付能力。其二，替代种植难度大，农户种植其它

作物的意愿不强。其三，红薯收购压价现象严重。在

政府治理打粉污染的背景下，红薯收购商趁机集体压

价。2020 年，红薯收购价从往年的 0.32 元 / 斤下降到

0.28 元 / 斤，农户不愿低价出售红薯。

三、风险情境转换与政策执行的阶段调整

G 镇粉浆水治理过程中风险情境不断变化。随着

风险情境的变化，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策略也随

之做出阶段性的调整。

（一）低风险约束与“巡查式”治理

在粉浆水初始治理阶段，上级部门没有制定严

格的目标考核制度，乡镇被施加的治理压力并不大。

2016-2017 年，G 镇粉浆水治理主要以宣传动员为主，

尚未开展实质性的治理措施。2018 年开始，粉浆水治

理以阶段性巡查为主要手段。巡查主体主要是 G 镇政

府、县生态环境局。镇政府的巡查主要在特定时间段

（白天，打粉季开始的一段时间）和重要道路沿线。巡

查频率和巡查连续时间不长。巡查时，对违反打粉禁

令行为处罚较为严厉。2018、2019年都有打粉户被处罚。

巡查阶段的后半阶段则较为宽松。打粉户逐渐发现巡

查“规律”，一位王姓村民表示：“上面查起来的时候分时

间段，不是一直都查，只要过了前面严的这段时间，后面

就松了，持续时间短。”（访谈编号：20201103-1）。

此阶段镇政府所处的粉浆水治理情境为低风险约

束情境，由于治理压力不大，加之巡查需要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等成本，镇政府并没有投入全力进行治理。打

粉户通过隐蔽打粉的方式应对巡查。在空间上，将打

粉地点从主干道路两旁转移到较远的地方，或在院中

打粉；在时间上，将打粉时间从白天改为夜晚；在打粉

机器隐藏上，通过遮挡、覆盖，或者利用围墙、树林掩护

等隐蔽化手段降低被发现概率；在打粉形式上，采取流

动打粉的方式。总体来说，此阶段镇政府和打粉户都

“心照不宣”，甚至是相互“合作”完成打粉治理的任务。

但转为“地下”的打粉活动没有消除粉浆水污染，水环

境持续恶化，治理好的河道几个月后又黑了。

（二）风险约束升级与“包保式”治理

由于前期治理效果不佳，河流水质不达标，省环保

督查要求反馈信访问题，2020 年粉浆水作为 Y 县重点

工作受到前所未有地重视。县委书记和县长开始亲自

抓。Y 县各乡镇都专门成立粉浆水治理机构，内设领

导小组、宣传小组、督查巡查小组。G 镇印发《2020 年

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粉浆水治理实施方案》，建

立了责任包保制度，要求压实责任，加强督查考核，确

保无分散打粉户。2020 年 10 月发布的《G 镇 2020 秋

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粉浆水治理工作考核办法》对

镇包村干部、村支两委成员、队组干部等建立了明确的

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凡发现打粉点、新砌粉池、农户

打粉等都给予罚款或扣除绩效考核环保分。问责的同

时也伴随着激励措施，县政府对乡镇完成治理任务设

置了奖励手段。通过“责任—利益连带”的制度性联

结关系，［37］激发乡镇干部推进粉浆水治理的积极性。

由于政策压力空前加大，此阶段粉浆水治理的风

险约束升级为中风险约束。《考核办法》表现出责任包

干和压力传导复合体的特征，［38］不仅通过奖惩制度动

员了镇村干部，施加了强有力的治理压力，也让打粉户

① Y 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文件：《G 镇村民请求允许打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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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政府对粉浆水治理的决心。在 G 镇 M 村，村干

部在打粉季开始前就向村民表示“今年非常严，大家都

别打粉了，如果被人举报（打粉），我们就摊上事了”（访

谈编号：20201109-1）。在从严治理的文件精神指导下，

这一阶段镇政府的巡查力度也进一步加大，巡查持续

时间加长，有时候夜间也巡查，以往“前紧后松”的巡

查方式不复存在。县委书记甚至亲自带队在县域内打

粉区域巡查。打粉户隐蔽打粉被迫中止，红薯在地里

没有收，他们一直在观望巡查是否会出现松动。

（三）风险规避目标下的“开口式”治理

“包保式”治理阶段治理力度空前强化，打粉户不

能再采取以往隐蔽打粉的方式应付巡查。2020 年 10

月下旬，在等待巡查放松无望的情况下，眼看地里红薯

快要腐烂，G 镇部分打粉户决定启用“弱者的武器”，

他们多次到镇政府、县信访局“反映问题”，要求准许打

粉。规模最大的一次去了 50 多人到镇政府门口。为

了提升诉求的合法性，农户们采取了多种“情境建构”

的策略，他们表示“我们收入全靠打粉，不打粉，我们靠

啥生存”；“一边叫脱贫，一边又损害农民利益”。通过

情境建构，将打粉与乡村社会的生存伦理、中央的精准

扶贫政策关联，将前后任领导态度差异作比较，反映现

任领导不够体恤民情。打粉合理性的话语建构与环境

治理的话语产生合法性竞争，一定程度上对后者产生

了消解作用。

在“包保式”治理的后期，由于与政策对象群体的

紧张和对立关系，镇政府所处的粉浆水治理情境已经

转化为高风险约束情境。此时政策执行面临高强度的

政策压力与政策抗力的双重风险。群众聚集性事件发

生后，具有高度风险敏感性的基层政策执行人员意识

到问题的严峻性。镇书记当即向县主要领导反映问题。

经过同意后，镇书记挑选了几名打粉户代表一同见县

领导。经过商讨形成一致意见，对 G 镇的打粉治理政

策进行一定的调整，对打粉大户适当“开口子”。随后

出台的《G 镇关于调整 2020 年秋季粉浆水治理实施方

案的通知》中规定，“面积超过 50 亩的红薯种植大户，

在确保生产过程中废水不排主干河流的情况下交付押

金后进行打粉”。文件出台后，巡查的重点转向不具备

条件私自打粉的散户以及粉浆水直排到河流造成污染

的打粉户。通过“开口式”治理，基层政府与打粉户的

紧张对立关系被极大程度缓解，有效降低了政策执行

风险。

（四）风险情境视角下的政策执行阶段演进

从政策执行的过程可以看出，政策执行主体和对

象群体的行动边界既不是单方面决定的，也不是完全

由政策法规条文所决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互动中

不断伸缩回旋。［39］互动双方根据对方态度和行动的

变化而不断调整其互动方式与内容，进而塑造最终的

治理形态。从 G 镇粉浆水治理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

随着风险约束情境的变化，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策略

不断调整。“包保式”治理阶段后期，政策执行风险升

级为高风险，从而迫使基层政府调整政策执行策略以

降低政策执行风险（表 1）。

表 1　G镇粉浆水政策执行的风险演变与互动模式

治理方式
政策
压力

政策
抗力

风险情境
执行主体与对象群体

互动方式
风险状态

“巡查式”治理 低 低 低风险约束 低强度巡查与隐蔽打粉 低风险

“包保式”治理 高

低
（前期）

中风险约束
（前期）

高强度巡查与等待观望
（前期）

风险升级

高
（后期）

高风险约束
（后期）

紧张对立
（后期）

风险升级

“开口式”治理 高 低 中风险约束 政策松口与大户打粉 风险降级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折中治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中的风险规避策略

（一）粉浆水治理的运作方式

上级部门压力和打粉户抗力的双重挤压造成了乡

镇高风险约束的政策执行情境。G 镇政府主要采取如

下应对策略：其一，即刻“反施压”。镇政府在政策执行

上与县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较弱，但社会风险反而会

提升其讨价还价的能力。［40］聚集性事件后，镇书记表

示“孩子哭了抱给娘”。他给县主要领导打电话反映遭

遇的强阻力，把压力反向施加给县政府。其二，妥善“提

方案”。镇书记在见上级领导之前就和打粉户协商出

一套解决方案。见面后他把方案抛出：往地里挖坑排

粉浆水。镇书记表示“这样既不得罪老百姓，对县里也

有交代，两全其美”。其三，精确“开口子”。开口子是

基层政府经常采用的一种非正式但行之有效的治理技

术。打粉大户是主要的利益相关群体。允许种植规模

50 亩以上大户打粉是对主要利益相关群体的精确化开

口，起到了较好效果。最后，清晰“划底线”。“不出事”

是镇政府风险规避策略的主要目标，镇领导反复跟打

粉户强调“不要闹事、不要举报、不要将污水排入河中”

的底线，在坚守前提下可以对其它事项做出让步。

要了解乡镇政府行动策略的逻辑，需要先了解乡

镇政权的定位。作为我国科层制体系的“末梢”，乡镇

政权是国家—社会互动的重要中介。但实践层面中，

乡镇政权是一个具有很强自主空间的利益共同体。赵

树凯基于本世纪初的经验调查，指出在应对上级、管理

下级和内部治理上，乡镇政府都表现出按规则办事程

度低的运行特点，特别是以制度缺失、制度错位、制度

悬置、制度逆变为表征的制度异化现象较为突出。［41］

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度建设的推进，法制化和规范

化水平不断提升，虽然客观上乡镇基层政府的自主空

间已经被极大压缩，但其政策执行中的权宜性行动策

略并没有消除，只是更加隐蔽且富于技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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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执行的阶段演变可以发现镇政府通过“反

施压”“开口子”等策略，极力拓展自身行动的自主空

间，灵活地调整自身行为。镇政府在粉浆水治理过程

中，在不断与上级政府和基层民众的互动博弈中，最终

取得各方都接受的结果，也化解了自身面临的高风险。

如果沿用“讨价还价”“共谋”“申诉”等既有关于政府

政策执行中的风险规避策略，容易忽略基层政府与民

间社会互动关系的动态性和权宜性，以及这种互动对

治理样态的影响。“变通”“选择性执行”等概念也未

能揭示多重主体之间的力量博弈。最为重要的是，粉

浆水治理中包含了讨价还价、变通等多种策略。

（二）折中治理及其特征

如何概括乡镇政府在高风险约束情境下以平衡为

中心的风险规避策略呢？根据辞海词条，“折中”有协

调不同意见，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之意。［42］本文

将 G 镇的政策执行策略概括为“折中治理”，即在多种

力量博弈中，基层政府通过运用有效的行动策略，促

使博弈朝向各方都能接受的稳定的平衡状态，从而达

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折中主义

（eclecticism）是指没有独立见解和固定立场，只把各种

不同的思潮、理论机械地拼凑在一起而缺乏有效整合

的思维方式。［43］折中主义一般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

本文在一种中性意义上使用折中概念，用来分析基层

政府以平衡为取向的风险规避策略。折中并非是政策

主体和政策对象的初始意愿，而是政策执行中的利益

主体经过多次博弈后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每个行动

主体都能接受当前结果，不再谋求改变局面的进一步

行动。折中治理至关重要的任务是寻找平衡点。在本

案例中，允许大户打粉，但污水不排入河流是粉浆水治

理中各方利益主体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对基层政府而言，折中治理的风险规避策略具有

相对清晰的行动边界：政策压力下的考核达标和政策

抗力下的社会稳定。折中治理通过任务事项、主体博

弈、治理规则等多维度的平衡，实现了高风险约束情境

下风险分配的平衡，消解了最大风险隐患。实践场域

中基层政府折中治理行为体现出如下特征：（1）多事项

任务环境中的目标平衡。与象征性治理、形式化治理

不同，折中治理以追求达成考核任务为基本条件。既追

求“不出事”，也追求指标达标，这种弹性操作与一些无

原则无底线的权宜性治理策略有很大差异。［44］（2）多

利益主体博弈下的利益平衡。折中治理并不是寻求中

间状态，而是在博弈中各方主体逐渐找到都能接受的平

衡点。完成上级部门的考核要求且对政策对象有所交

代，这种折中体现的是各方利益的平衡。但平衡也是

有所取舍的，政策仅对利益受损严重且反对激烈的打

粉大户“开口子”。（3）双规范复合治理下的规则平衡。

中国当前基层治理样态呈现的不是“简约治理”，而是

公共规则与地方规范纠缠混合的“复合治理”。［45］这

种复合治理既表现出规则 / 话语的混乱和摩擦，也表现

出规则的相互渗透。折中治理表现出环境保护话语 /

规则与民间情理和地方规范的相互平衡与渗透。

五、折中治理得以可能的机会结构

在微观场域中，作为一种风险规避策略的折中治

理得以可能的条件是什么？除了既有研究指出的结构

性因素外，还需要探讨其产生的特定的机会结构。当

地粉浆水折中治理的机会结构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机会结构：政绩考核的多目标平衡

在我国“职责同构”的科层体系下，各种事务都落

脚在乡镇政府，所谓“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就

环境治理而言，在县域范围内，环境执法机构受限于人

力、物力和财力等条件，对乡镇政府属地环境监管职责

较为依赖。但是来自不同委托人的治理任务可能存在

相互冲突的情况。作为多目标取向的基层政府需要平

衡环保、经济等多种工作，面临“环境政府”和“发展主

义政府”之间的角色紧张。［46］同时，也需要在环保禁

令与维系地方稳定之间权衡。在属地化管理模式中，

居民的日常事务也由基层政府管辖。本案例中，环境

治理与扶贫、维稳等事项之间存在较大的冲突。G 镇

领导表示，“不为老百姓着想他们就闹，为老百姓着想

自己就可能被处分。处理好了是好事，处理不好就头

疼”（访谈编号：20210503-1）。基层政府遵循“不出事”

的风险弱化逻辑①以完成任务，这种多任务的平衡是基

层政府愿意采纳折中治理手段的“政治机会结构”。②

（二）文化机会结构：乡土社会的共识性情理

治理本质上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根据一定规则在

互动中重构基本秩序的过程。［47］治理双方对实践中

的规则的理解至关重要。不同主体的共识程度是制度

运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48］当地红薯打粉具有“三

高”特点：打粉农户数量在农户中比例较高、打粉收入

在农户收入构成中比例较高、红薯种植与村民生产生

活的匹配度高。在刚性打粉禁令要求和维系民生保障

的社会情理冲突中，作为地方“默会知识”的社会情理

取得了基层政府、村干部、打粉户等主体的共识，不同

主体的代表性观点参见表 2。治理规则冲突中的地方

情理占据了上风，这些根深蒂固的地方情理包括给人

“留活路”“生存权”等，是人们日常行为原则的重要构

① 笔者在调研中，一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用“上面千把刀，下面
一颗头”比喻工作面临的风险情境。

②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与演变机制的分
析工具，它主要侧重于研究社会运动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运动参与
者所能获得的外部资源，参见：朱海忠 . 西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述评［J］. 国外社会科学，2011（6）。本文的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是解
释基层政府的折中治理策略何以可能的政治维度的机会结构，与政
治机会结构理论解释对象和运用场景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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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当地群众普遍认为上级政府没有考虑“民情”和“民

生”，镇领导对打粉户也较为同情。共识性情理使得折

中治理的运作能够被不同主体接受并认可。

表 2　G镇不同主体对打粉的共识性认知

主要人物 代表性观点

G 镇领导

前党委书记 H：粉浆水治理好县里给镇里 10 万元奖励。
但得了奖励，整个镇要损失 5000 万元经济效益。我们宁
愿不要奖励，也不愿意损失老百姓的 5000 万元（访谈编
号：20210503-1）。

村干部

村干部 W：啥是环保，老百姓连钱都不够花，上哪里环保，
你不让人家打粉，那是断了人家的财路，把人往死里逼。
不能硬斗，在村里面干事，有的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要
管。把上面安排的任务随便做做就可以了（访谈编号：
20201103-2）。

打粉户

打粉户 A：大家知道污染不好，但是农民大利益受到伤害
那就不行了，当大利益牵扯到农民利益的时候农民肯定
是自己利益优先。农民不会选择那大爱，没有钱什么爱
也没有（访谈编号：20201101-2）。
打粉户 B：找一个结合型的污染治理方式，对于大部分人
没有办法做到舍小取大，他们的思想站位不高，农民能有
多少大爱，必须得保障利益（访谈编号：20201101-3）。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技术机会结构：治理目标的指标化导向

我国环境治理以数据化和指标化的结果导向为主

要考核方式。河流环境指标达标是粉浆水治理考核的

关键。河流污染物指标达标的考核手段为基层政府的

权宜性策略提供了机会，这是折中治理得以可能的“技

术机会结构”。把粉浆水截留在村庄内部或者下渗至

地下成为 G 镇粉浆水治理政策执行中采取的权宜性策

略。打粉政策“开口子”后，出现镇外红薯运到 G 镇给

大户打粉的现象。据当地村民估计，治理政策实施后，

G 镇打粉户减少了 80%，但是总打粉量只减少了 20%。

很多小户直接把红薯卖给大户，打粉活动出现向大户

集中的趋势。一位放弃打粉的小户表示因为现在打粉

“太麻烦了，只能偷着来，太费事”。部分大户在村中闲

置土地用挖掘机挖塘盛放粉浆水，M 村最大的打粉户

2020 年打了 300 万斤红薯，挖的塘面积有 400 平方米。

粉浆水的折中治理杜绝了污水直接排放到河流中，实

现了河流排污口达标排放，短期内河流水质没有明显

恶化，污染呈现“隐性化”特征。

（四）社会机会结构：熟人社会的差异化分类

乡村熟人社会“内外有别”的特点形成了“自己人”

与“他人”差异化的分类体系。［49］熟人社会通过微观

权力关系网，被整合为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

亲密社群。在 G 镇 M 村，村民以王姓、吴姓为主，人际

关系网络将村民织入其中。在打粉户之外，村庄中两

类群体的态度默许了粉浆水的折中治理。其一，村干

部。受科层制压力传导的村干部也处于村庄的关系网

络中。村干部对打粉户的态度非常暧昧，在粉浆水治

理中的态度颇为消极。一位村干部明确表示，都是一

个村的，治理打粉不能“硬斗”。他们多处于观望和被

动应付的状态。允许大户打粉会加剧村庄的环境污染，

但是村干部并没有上报，一定程度存在庇护行为。其

二，非打粉户。非打粉户虽然对打粉村民有一些埋怨，

但还是属于“自己人”，他们并未采取制止和对外举报

等行动。村干部和非打粉户对内高度容忍打粉活动，

合作应付相关部门的检查；对外则高度防范和保密，不

让记者曝光，不让外界知晓。熟人社会的“内外有别”

原则是粉浆水折中治理得以可能的社会机会结构。

六、总结与讨论

简单从压力强化角度不能对基层政府政策执行

的权宜性策略做出合理解释，［50］在引入政策执行抗力

因素后，政策压力与政策抗力形成的风险约束情境成

为本文分析的切入点。通过风险约束情境演变及其

应对的分析，可以扩展对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行为

的认识。丹尼尔·卡尼曼等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指出，人们进行决策时依据的是对潜在而非最

终损失或收益的评估。风险规避者做出风险决策时，

相对于收益最大化，更愿意接受相对保险但预期收益

更低的选择。［51］正如詹姆斯·斯科特笔下追求“安全

第一”的传统小农，“不求功绩最大，但求责任最小”成

为风险约束情境下很多官员的生存伦理。以平衡为中

心的折中治理是基层政府在高风险约束情境下政策执

行的权宜性策略，是风险规避行动的一种类型。本文

是环境政策执行领域的个案，折中治理在其它政策执

行领域也有体现。在当下中国基层，问责机制的政治

风险成为维持政策执行的动力，但政策对象抗力引致

的社会稳定风险和舆情风险正成为政策偏差的催化

剂。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网络时代，基层政府靠简

单“捂盖子”已经很难保证不出事，因此，权宜性的风

险规避策略往往成为基层政府不得已的办法。

高风险约束情境只是基层政府折中治理策略产生

的充分条件，最终折中治理得以可能还需要特定的机

会结构。一般而言，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政策资源

的丰富度，即基层政府为实现政策有效执行可以动员

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52］资源是基层政府执行

能力的重要构成；（2）利益主体的共识度，即各方利益

主体对于政策执行及调整的态度共识。共识性的行动

策略有赖于地方的社会规范。若各方共识度过低，则

折中治理无法完成；（3）实施手段的标准度，即制度规

范是否为达到目标的手段设置了标准化的程序，高标

准度的行为规范可以从技术上有效排除违规行为。单

纯结果导向低标准度政策执行可能为折中预留空间；

（4）外部监督的覆盖度，即外部监督能否对政策执行实

施行之有效的监督。有效的外部监督可以减少政策执

行中的信息不对称，保证信息的公开，抵制可能的平衡

行动策略。本案例中，镇政府政策资源缺乏、粉浆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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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的主体共识度高、实施手段标准度低、外部监督覆

盖度低，以上是折中治理得以可能的重要条件。

高风险约束情境下基层政府的风险规避策略可以

在短期内识别并化解特定的高风险因素。这些应对策

略尽管能够通过任务考核，但是却有“钻空子”的嫌疑，

表现出“形式合理但实质不合理”特征，折中治理策略

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的“空转”。作为一项

长期的持续性政策则很难实施。在 G 镇，当地政府工

作人员也表示，今后粉浆水治理很难再采取此种措施。

改进治理领域的政策安排成为必要。就环境治理而

言，需要反思以单一手段为主的“单向度治理”模式，

探索行政、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的“复合型治

理”模式。同时，也要推进政策执行中的资源配给、过

程监管和外部监督，真正将消极性折中策略的负面效

应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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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omised Governance：A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Policy Implementation under 
the Situation of High-Risk Constraints——Taking the Treatment of Starch Slurry Water in G Town 

as an Example

Geng Yanhu　Wang Shaok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ssure-resistance combin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high，
medium，and low-level of risk constraint situation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risk constraint situations on grass-roots government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its strategies 
to eliminate high-risk constraint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ase of G town starch slurry water treatment，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hange of risk scenario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b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risk constraints，the implementation of starch 
slurry water management policy in G town can be divided into“patrol” governance，responsibility guarantee 
governance and exception permission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ase experience，the concept of “compromised 
governance” is proposed to explain the risk aversion strateg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 the context of high-risk constraints. As a risk-aversion strategy，the compromised governance 
can be related to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cultural opportunity structure，techn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soci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Compromised governance is widely found i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actice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under high risk constraint situations. As an expedient risk-aversion strategy，
compromised governance will have certain negative consequences. It is necessary to eliminate the risk-aversion 
strategy with negative effects on grass-roots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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